
反腐看点： "百名红通"已有 44 人到案，可海外资产咋这么

难追？ 

 

我国海外追逃实践中，“调查取证难，人员遣返难，资金返还难”等问题长期存在，大

量外逃腐败分子长期逍遥境外，海外追逃工作仍然形势紧迫。  

8 月 31 日，第 19 号“百名红通人员”刘常凯回国投案，是第 44名归案的“百名红通

人员”。56 岁的刘常凯外逃了 18 年，是北京市首个从西方国家劝返的“百名红通人员”。 

2015 年 1月，中央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召开，追逃追赃工作成为反腐败斗争七项任务

之一。至此，我国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切断腐败人员“退路”，“天网”终结贪官幻想，

取得了显著战果。 

与此同时，在我国海外追逃实践中，“调查取证难，人员遣返难，资金返还难”等问题

长期存在，大量外逃腐败分子长期逍遥境外，海外追逃工作仍然形势紧迫。 

反转：新增外逃人数逐年下降 

2015 年年初，中纪委首次将海外追逃追赃列为年度重点反贪任务，并且对此作出明确

部署。3月份，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正式启动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 

截至 2017 年 7月 31 日，通过“天网”行动先后从 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 3246

人，其中原国家工作人员 597 人，追回赃款 93.5 亿元人民币，追回“百名红通人员”43 人。

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当属“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下午，从美国达拉斯起飞的 AA263 次航班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潜逃

海外 13 年零 7个月，辗转 7 个国家、地区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浙江省建设厅原

副厅长杨秀珠走下舷梯。机场休息室内，一张签发于 2003 年的逮捕证，终于摁上了她的手

印。 

2015 年，杨秀珠还曾扬言：“死也要死在美国！”。2016 年 11 月 16 日，回国归案自

首的她深深忏悔：“对还在逃的人讲一句，千万快回来！别再耽误时间。”杨秀珠的态度彻

底反转背后，是看不见硝烟的角力。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近年来最艰巨、最复杂，也是最成功的境外追逃案件之一，不仅

跨领域、跨部门、跨国境，涉及国内和国外两个工作方向，还需要中央、省、市、县各层面

的共同努力，仅靠浙江单方面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浙江省追逃办负责人如是说。所有行



动指向一个目标——迫使杨秀珠成为无钱可花、无人可靠、无路可逃的“三无”人员，不得

不主动投案自首。 

经过 3年多声势浩大的追逃追赃，外逃人数存量大幅减少，增量得到有效遏制。在强大

震慑效应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海外不是法外，2014 年至 2016 年，1283 人主动回国投案

自首或被劝返回国。2015 年取得重大标志性战果，首次实现追回职务犯罪人员超过新增外

逃人员的重大反转。随着防逃措施的进一步强化，新增外逃人数逐年下降。据统计，2014

年外逃 101 人，2015 年外逃 31人，2016 年外逃 19人。 

西方国家是外逃者首选之地 

西方国家是出逃者的首选之地，也是追逃的难点所在。据摸排，截至 2017 年 3月 31

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原国家工作人员 365 人，失踪不知去向的 581

人，共计 946 人，涉及 3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占比超过

60%。 

专家指出，从司法实践来看，海外追逃的成效取决于我国与腐败分子的潜逃目的地国家

之间的双边反腐败合作的状况。中外双边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制度缺失与冲突、人力资源和

经费问题以及人权法治的观念问题是海外追逃成功与否的主要问题。 

数年前，我国的海外追逃还举步维艰。以海外追逃最常用的引渡为例，欧美等西方发达

国家是我国腐败嫌疑分子潜逃的主要目的地国家，却仅有法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

与我国建立了双边引渡条约。这种状况导致许多腐败分子无法引渡回国接受法律制裁，余振

东、赖昌星分别从美国和加拿大回国受审，只能采用移民遣返这一引渡替代方式才得以遣返

回国。 

许多潜逃海外的腐败分子，携带大量的不义之财，长期逍遥海外，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

制裁。虽然海外不是“避罪天堂”，但一些“有钱人”还是开公司、住豪宅、开豪车，有的

还跻身当地上流社会，好不潇洒。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主动参与并推动反腐败国际

合作。多边合作方面，仅 2016 年，就参与 15个全球与区域多边机制，主办 8场、参加 13

场国际会议，推动追逃追赃等我方重点关切写入 5份全球重要多边机制成果文件。双边合作

方面，与 70 个国家缔结引渡条约、司法协助条约、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共 108 项。截至 2016

年 12 月，同 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建立了友好关系。 

追赃工作难度大，亟需接轨国际 



近些年，我国的腐败分子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我国周边及邻近国家，如泰国、

缅甸、马来西亚、蒙古、新加坡、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

等；非洲、拉美、东欧一些反腐法制不健全或与我国未签署引渡协议的小国，如斐济、厄瓜

多尔等；主要中转地区，如香港、澳门；离岸金融中心，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

摩亚等。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陈耀东指出，可在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由中国

主导的高规格、独立性、专业性的国际性资产登记信息共享机构，以此为契机担负起国际反

腐之大任。中国主导的国际性资产登记信息共享平台的构建应尽量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展开深

度沟通、合作，重点覆盖跨境转移资产多发目的地。 

这么多外逃贪官究竟带出去多少钱？《社科纵横》2014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公开资料

显示，外逃贪官的涉案金额至少有 400 亿元人民币。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仍然反映出我国

腐败分子携款外逃现象的严峻事实。 

在追赃问题上，存在着诸多难点：首先，犯罪所得资产线索发现难；其次，犯罪所得资

产性质界定难；再次，犯罪所得资产追回难。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的非法资产金额巨大，基

于赃款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资产流入国都不愿意认定资产为犯罪所得，更不愿意将已流入

的巨额资产再退还我国。实践中，腐败分子往往交错使用合法与非法渠道，通过多种方式组

合以实现资产跨境转移，而且，有些国家基于对财产权的保护，在冻结、扣押和没收资产问

题上都规定了相应的条件、程序及证据标准。 

专家指出，我国国内立法长期滞后于双边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需要。在赃款问题上，一味

强调境外赃款是国家的财产，要求全额追回，而对提供协助的国家因为没有合理的费用扣除

机制，更没有建立赃款分享机制，最终影响了赃款追回的效果。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赃款分享

制度，往往无法有效调动合作对象国的积极性。 

因此，无论是追逃，还是追赃，都必须加强海外追逃的国内配套法律机制建设，改变国

内立法滞后于国际条约的现状，并努力使海外追逃追赃法律机制具备国际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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